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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饮酒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经过长期的生活积累形成了独特的酿酒文化与饮酒文化。中国的西
南边陲聚居着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并且各民族社会也形成了兼具普遍性与独特性的饮酒文化。本文专门在这一
区域内选择一个村落考察村民的饮酒行为，姑且不去评论每种酒的味道及酒质，仅仅品味村落生活中酒所隐含
的魅力。为了对村落的饮酒活动有更全面的理解，本文将饮酒分为规定性饮酒与自由畅饮，并从不同的饮酒分
类中诠释———酒对于村落社会中的个体及整体的某种功能，以及在面临工业化的冲击下酒的功能是如何被转化
为整体社会结构体系，又是如何延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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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悉的物品，并且嵌入

在人们从古至今的社会生活中。从历史的维度来
说，酒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古代中国是世界农业发
达的国家之一，中国酿酒业顺其发展，在漫长的农

耕历史进程中也不断得以塑造，如我国文献中，

“仪狄作酒”“古者少康作箕帚、袜酒”“酒自黄帝
始”等记载屡见不鲜［1］。更重要的是，在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各个民族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饮酒文化。
中国的西南边陲是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

之一，相对朴素的生活方式中贯穿着具有民族特色

的饮酒文化，笔者在 2012 年 7 月到 8 月底选择中
国的西南边城———片马镇，进行了田野调查。这个
聚落位于怒江西岸、高黎贡山西坡，是一个有十几
个少数民族杂居的边境小城。而笔者实地调查的
下片马村恰好位于中缅国境线边上，是当地原始民

以前便聚居的寨子之一，主要居住着本土居民茶山

人( 属景颇族支系) 、后迁民傈僳人及白族人等。
平日生活中，下片马村的村民总离不开酒。玉龙是
村落中众多善于饮酒的女性之一，她是 22 岁那年

嫁来下片马村的缅甸古浪坝村的茶山女子，今年已

经 42 岁，是村里唯一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茶山人。
玉龙在下片马村生活的 20 年里，平日除了家里农
活，最大的爱好就是饮酒。即便与前夫离婚了，她
还经常去前夫的弟弟家与婆婆①一起喝酒，而且每

次必醉。即使在自己家里，玉龙也经常一天能喝三
四瓶辣酒。2011 年 12 月，玉龙醉倒在床上几天，
并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后来被前夫的弟弟发现才

得救。2012 年 4 月，玉龙身体才逐渐好转，在前夫
的劝导下，她去了基督教教堂，并彻底把酒戒掉。
2012 年 8 月 14 日，笔者访谈她那天，她刚参加完
信教成员间的互助种地活动，她说自己是在做好

事，便认真地将这件事用茶山文写在了一个破旧的

32 开本子上。玉龙是村中众多善饮的村民中的一
员，在她的经历中，体现了关于酒的矛盾情感。
在这个以农业为主要生计的相对传统的村落

中，自家简易酿制的传统的米酒是当地仍颇为盛行

的饮用之酒。并且，据笔者观察，随着公路的日益
畅通，成品的瓶装酒也已逐渐融入村民生活之中，

如笔者从村落的三家小卖部中的一家了解到，小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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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每天销售的商品中，酒的销量最多，不到一百人

的寨子中，一天可以卖出十来瓶辣酒①( 卖的最多

的是 8 元一瓶的大营山麦芽清白酒) ，至少一件啤
酒( 一般均为大理啤酒，一件十二瓶) 。② 因而，现
在的村落中，自家酿制酒与成品酒共同构成人们饮

酒行为的对象。
面对着村落中大量的酒的消耗、村民对酒的复

杂情感，本文除了论述村民生活中难以割舍的酒的

同时，还将阐释酒中所隐含的魅力和给人们带来的

忧虑。对于个人来讲，饮酒的习惯脱离不了生物性
的影响，但对于社会中的个体及整个社会有机体来

讲，饮酒已演变为一种影响一个地方社会运转的力

量，这种力量在人与人之间及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

发挥着某种功能性的作用。在这里，酒是一种存在
性的实体，社会成员间的情感体系、整个社会体系、
整个社会结构秩序都有它的价值性展现。因此，本
文的目的不在于酒本身的品质如何，而在于对村民

饮酒生活的延续与转变的理解，在于饮酒行为的潜

在意涵。

一、村落与规定性饮酒

村民善饮是村落中的一个延续至今的事实，饮

酒已经演化为人们有序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带

有所在社区的文化特征。所以，饮酒并是不简单的
个人喜好问题，也不是纯粹的任意而为的行为，人

们根据社会需要及既成的惯习形成某种形式的饮

酒准则，使人们的饮酒生活具有某种相对明确的秩

序，进而可以说是一种结构性的饮酒行为。或者
说，依据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原始社会一些文化现
象的结构分析，酒也是一种存在性的实体，“发挥
着某种使一定数量的人以有序群体的形式在特定

的环境下过社会生活的功能，而这种功能会对社会

整体有所贡献”［2］。为了便于理解村落中酒的结
构功能及饮酒行为的社会内涵，笔者先定位于常人

容易察觉的有明显内在规定的饮酒行为，如礼尚往

来需要酒来表达“礼”，节日习俗需要酒的调剂，家
庭农业生产需要酒的辅助。

1．待客饮酒
饮酒的准则首先凸显在饮酒互动的基本“礼”

中，这种礼形成于人际之间的互动行为，又深化了

每次的互动交往。村落内，茶山人和傈僳人不分男
女大都会喝酒，酒自然不会是人们交往互动的障

碍，反而成为了一种交流工具而带有地方普遍性的

色彩。尤其是在互动交流中，村民们形成了和共享
着一套“饮酒之礼”。
“饮酒之礼”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当地的待客
以酒的习惯。据笔者观察，从传统习俗来讲，如果
有人来家里闲聊，傈僳人与茶山人必会用家里的酒

招待来客。不过，村内两个主要民族的待客以酒的
基本礼俗略有不同，客人到傈僳人家里闲聊，傈僳

族主人会倒上一满碗辣酒或者白酒，递给来客人中

的年长者，年长者喝一口后，再递给身边的其他人，

依次下去，每人都喝一口，主人则喝下留在碗中的

最后一口，共饮一碗酒则成为傈僳人之礼; 而进入

茶山人家中，茶山主人一般用二两多的酒杯倒满辣

酒或者白酒，然后一杯一杯的分给每一位客人，在

主人的礼让下，客人一次性将杯中酒全部饮完，随

后主人再分别为大家倒满第二杯，从第二杯开始，

大家开始较随意的喝，但是如果客人想离开，必须

将第二杯酒喝完方可离开。现在的这种茶山人习
惯是从以前用竹筒盛酒时期的进门酒与出门酒演

化而来，即客人进门后，主人先将酒倒在家里的一

个个竹筒盖内，然后一一端给每位客人，叫进门酒;

客人离开时，主人再依次倒给每人一杯，喝完后客

人才可离开，叫出门酒。所以，到茶山人家做客，两
杯酒饮尽才算礼的完成。有进有出，相当于有始有
终，主人的待客情谊寄于其中，这也是一种对饮酒

人的关于礼的结构性制约。而傈僳人共饮一碗酒，
彼此的情谊溶于共同的分享物品中，也是一种集体

性的约束共识的体现。
尽管两民族的饮酒习俗不同，但对在场群体成

员的礼的制约作用贯穿于饮酒始末，人们照此完成

一个情景中的互动交往，傈僳人集体一碗酒，茶山

人有始有终两杯酒，从而建构了人们日常生活待客

以酒的社会秩序，饮酒也成为社会体系中的一种结

构性行为。人们延续而来这种惯习演变为地域性
的“礼”，在互动交流的场域中，进而转变为一种结
构性的表达方式。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聚落中，人
们见面的场景类似于《乡土中国》中所引用的当地
人话语:“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
得着多说吗?”［3］下片马村的主客见面及客人进场
出场都也没有示意性的嘘寒问暖及倒出底细，第一

口酒及第一杯酒的喝下成为独特的见面问候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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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注: 在当地人的观念中，酒主要分为四种: 啤酒、辣酒、白
酒、泡酒。其中，辣酒就是人们熟悉的在城市中所出售的瓶装白
酒。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19 日的田野日记。



另一种表达方式，也不同于中原的熟人交往，这是

一个实在性的过程，溶于酒中的彼此情感随之逐渐

被人们体会。所以，这种结构性表达方式既使人们
闲在一起的饮酒活动形成礼的秩序，又加强了闲在

一起的彼此的聚合。在礼的约束下，机械团结便成
为集体整合的关键因素。饮酒自然处于一种整体
性的情境下，加之酒在集体场合的共同畅饮的具体

特点，酒便是这个村落社会中具有共享性的物品，

正如一位善饮的村民曾经讲到:“我自己一个人在
家不喝酒，有伴来了我才会与他们一起喝”①。

2．换工、饮酒与整体性的社会呈现
基于自然生产条件的限制与历史演变而来的

农耕制度，换工是当地日常农业生产的重要形式，

也是存于当地的重要交换形式，即村民之间互换劳

动力以完成农作种植。劳动力的互换并不是绝对
量上的等价交换，当请工者在还工当天出现特殊情

况而不能还工时，被请者则不会计较，村民之间自

觉践行的是完成集体耕作的互惠性原则，像肯尼亚

的 Giriama地区的村民那样，人们不仅只顾打下自
家的椰子，即使椰子树很少的人也会帮别人去打椰

子，［4］一种集体共享的准则在此成为了互助的背

后驱动力。片马村的劳动交换致力于完成村落成
员的各家农业活计的共同目标，如村民少林 2012
年初将腿摔断，到农忙季节时家里的农活落在妻子

的肩上，但是换工群体中的村民并未因他家提供的

劳动力减少而减少对他家的帮助，相反，农忙时，加

入他家农田劳动的人有所增加。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片马镇才逐渐修通公
路，而公路不通时，没有成品酒与饮料运进来，村民

们换工干活时除了带去必备的干粮外，自家提前酿

制好的白酒或者辣酒也是换工的必备物品。但村
民们从不带水，当地人认为，山上有水源，大家可以

随意到旁边洼子里( 即水沟里) 去喝。换工中饮酒
并不是为了在田地里娱乐，而是要在酒礼的引导下

组织生产活动。每次换工劳动期间会有专门负责
人为劳动者倒酒，负责人每次给干活的人所倒上的

酒不超过二两，并且倒酒的时间具有规定性。上午
劳作前倒一杯酒，表示大家要开始劳动; 中午吃饭

前倒一点，提示干活的人准备休息吃饭; 吃完饭后，

大家闲一下，负责人再次倒酒，意味着下午劳动即

将开始; 晚上六七点钟，为大家倒上最后一杯酒，表

示今天可以收工回去。现在公路畅通后，饮料和成
品的瓶装酒在一些家庭发挥了以前手工制酒的功

用，并且遵循着这一饮酒原则，劳动秩序也在这样

的情境中一直延续。
在常人看来，酒是与休闲娱乐登对的饮品。但

在村落中，它出现在换工或者劳动中，并且发挥了

劳动行为指示性功能，从而推动了一种劳动秩序的

建立与持续，以致它的替代品也遵循这一原则而被

人们所利用。从积累而来的换工实践经验来看，酒
是村民换工所需物品的常规选择。换工之中的劳
作、休息、吃饭等行为全在饮酒之进行中，演变为地
方社会数年来的惯例，进而成为维系一种社会整体

性秩序的正常运作的纽带。也就是说，酒推动着一
种惯例性的形态和维护着另一种结构性行为的延

续。饮酒在其中便形成一种社会功能，“具有功能
性则意味着部分对整体有所贡献，这种整体性的活

动则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社会的生活又是一
个社会结构的运转”［2］207，部分对于社会整体性活
动的贡献也就是对社会生活的贡献，进而成为促使

整个社会结构的运转的影响因素之一。
那么酒何以成为一种规范性的惯例而使换工

秩序甚至社会结构体系得以持续? 在村落中，酒可

理解为一种公共表征，它存在于使用者的环境之中

并为所有人共享，也使表征的使用者与生产者之间

有所交流［5］，即换工者与请工者、换工者与换工者
之间的互动，群体间的联系也由此建立。村民有待
客以酒的习惯，酒成为人们相互交往的工具; 村民

们过节，尤其是过当地的新米节时，特地邀请与自

己换工的工友们来家里饮酒而且被邀请者不需送

任何礼物给请客者; 在农业生产的换工行为，村民

交换的不仅是单纯的劳动力。根据莫斯关于礼物
的理解，生活贯穿了一条出于义务、慷慨或者挑战
的送礼、收礼和还礼的持续之流［6］。村民准备酒
邀请除了亲戚之外的互相换工的人，共享丰收所得

的粮食及精心而酿的酒，以表感谢大家帮助劳作之

情。这便如同夸富宴中的邀请的义务，村民因为别
人的帮助得以完成一年的耕作与收获，为了感谢别

人的给予而邀请大家共享劳动成果，并且只要有人

邀请去喝酒，村民不会拒绝，因为这是接受了别人

对自己劳动的回报。这样的给予与回报的交换首
先是使交换的双方产生友好的感情［5］341，村民之间

的情感在这样的交换中得以表达，邀请喝酒中包含

了邀请人的感情，过去共饮则表示出对邀请的接

受，邀请者在社会中的情感存在得以满足。不仅如
此，这样的交换不断进行，既使村民们日常生产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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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11 日的田野日记。



序得以延续，而且将村民的生活秩序也纳入其中，

成为整体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也就说结构性饮酒是

村落集体性的必然体现。
无论是在饮酒之“礼”的准则中，还是在农业

生产中的换工饮酒，都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惯例性

选择。由于普遍性、共享性、连续性，它与社会整体
已不可分割，经过人们经验性的雕琢，此刻的饮酒

不再是单纯的随性而为的事情，它是人们结构性生

活的结晶。村落中的规定性饮酒是一种情景秩序
的建立，也是一种秩序对另一种秩序的维护，一层

一层向外扩散，最终凝在人类的意识层面结为一种

集体意识。而“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基础，使人
们结合成为一个有序的社会整体”［7］，从而使社会
实现为一个有序团结的社会体系。

二、村落与相对自由的畅饮

无论在村落，还是在现代化的城市，人们消耗

的大量酒多是在闲时的餐桌前。这是一个相对自
由的喝酒场景，没有特定的杯数及具体的时间规

定，脱离了对酒的规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己的偏

好选择共饮的人、共饮的场合、共饮的时间及饮酒
的多少，如村中一位善饮的小伙子讲，“他经常喝
酒，但是自己在家不怎么喝。大家闲时在一起时就
可以随便喝了，而且喝得非常厉害，不管是自己泡

的白酒，还是买来的辣酒，寨子像他那么大的男子，

闲时聚在一起喝一两斤都没问题，有些甚至能喝三

斤。有一天，他和寨子里的几个人去表姐家吃饭喝
酒，七八个人一直喝到早晨 4 点多，大约饮了两盆
自己做的白酒，五六瓶辣酒，还有一件啤酒。只要
大家闲时，这样的喝酒在村里就是常事，尤其是在

冬天，村民不用做活，隔两三天一些人就凑在一起

喝酒，这一时期几乎能消耗掉自家全年酿酒量的一

半以上。”①而对于饮酒的个体来讲，这种相对自由
的饮酒行为是基于彼此情感的自觉而造成自身对

酒的偏好性选择的结果，还是个人偏好性选择与整

体的偶然性的或者必然性的契合?

酒作为一种公共表征，完成了生产生活中交

换，使人们之间互动交流而达到群体性的互惠，进

而形成一种结构秩序。而在没有特殊规定约束的
饮酒场合中，人们彼此间的情感表达更加凸显，因

为从个人情感上说，闲时的自由畅饮是基于相对个

人化的偏好性的选择。此种场景中，我们能强烈地
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对酒的情感投入会加强，酒也会

演变为社会情感得以维持的媒介物，这种社会情感

继而变为“依赖情感”［8］。酒在社会情感之间的依
赖作用，使得其社会功能增大和社会价值增加，社

会的有机团结可能成为主导的社会整体的维持力。
笔者在这一节将选择三种比较特殊的情景来说明

酒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作用，一方面这三种情景体

现出酒在人们不同时期的展现而产生纵向的理解，

另一方面这三种情景是展现酒的聚合的最好例证。
1．小孩子的饮酒
人具有社会性，处于某种共同认同的文化中，

刚出生的婴儿是一个生物性的个体，他( 她) 必须

渡过一个特定的社会化时期才能融入社会文化系

统之中。即从个体的生物人长成为社会人，并逐步
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化［9］。村落居民的酒文化教
育应启蒙于孩童时期，尽管是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

时候，每家粮食产量不多，但是总有一些留给酿酒。
饮用酒时，大人们时常刻意将小孩子抱在身边，尤

其是在小孩子一两岁时，祖父母总有机会给小孩子

喂一口酒。所以，在当地，常有还不知道什么是酒
的四五岁的小孩子就能学着大人们的样子能喝上

半杯啤酒或者一两辣酒，甚至出现过小孩子酒醉的

事情，而且严重到差点丧命。村民讲述，“董副、褚
强、董副的弟弟绍宗小时候因贪喝酒就差点没命。
那年董副 5 岁，褚强 4 岁，绍宗 3 岁，当时村里每户
人家都很贫穷，小卖部里没有酒卖，每户人家都喝

自家酿制的白酒，董副的父亲是当时的大队长，每

月国家会发给他父亲一条金沙江烟，一壶( 过去的

军绿壶) 辣酒，大约 2 斤。正值农忙之时，家里的
大人都不在，董副平日常见家里的人们聚在一起喝

酒，便知道酒放在哪里。那天他找来褚强和绍宗把
家里的那壶酒拿出来，学着大人的样子，给自己倒

了一小茶缸，给褚强和绍宗每人一瓶盖酒，就这样

三个孩子开始喝起来，三个人轮流倒酒。最后，三
个人将整壶酒喝的只剩下一个底，醉倒在一边。”②

在当地的家庭社会化教育中，饮酒无形中成为

孩子进入社会的家庭教育课程之一。在皮亚杰的
理论中我们知道，儿童的自我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

不同的阶段，其中，前运算阶段，又称前逻辑阶段，

这时儿童开始对外部世界做出行为性反应，表现在

儿童的延缓模仿、想象或游戏之中。［10］此阶段，儿
童扮演与模仿的对象主要是与自己亲近的人，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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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孩子面前的饮酒行为演变为大人们对孩子认

知的自觉的社会化教育，也是孩子作为回应而做出

一定行为的模仿范例。在孩子成长的初期，孩子成
长于大人的饮酒世界中，逐渐形成对饮酒的感知，

随着自发的反射和形成的习惯再到智慧，逐渐形成

认知，即一种对饮酒行为的逐渐同化过程［10］6。当
孩子长到四五岁时，正处于前运算阶段，孩子有了

独立行为的能力，能够对大人们的世界进行模仿。
而且随着孩子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孩子的模仿不仅

是表象，而且是内化了的模仿，成为日后思维的准

备［10］44。村内孩子饮酒是一种自由性的畅饮，孩子
们还不懂得饮酒的准则及酒中的社会意涵，但是孩

子们这种饮酒行为却为成人世界的映射，也是孩子

将饮酒行为纳入自己的思维体系的过程。在成人
的世界中，闲来的共同自由畅饮可能是基于个人偏

好的自我选择，共同存于一个场景的个体们体验着

彼此的情感。但对于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讲，成人饮
酒的情感体验及饮酒中情感性语言不太可能成为

他们的模仿要素，他们模仿的方面更可能是那些反

复出现或者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方面。多人共享是
此则案例中孩子模仿成人世界的最突出方面，如此

次饮酒事件中，孩子招呼同伴共饮一壶酒，这种举

动显然是根据平日家人的共饮场景模仿而来，随之

反复的出现它逐渐融入到孩子的行为体系中，演化

为孩子的自觉意识下一系列行为表现。并且，孩子
的模仿中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包含了与他者的共同

在场，也就是村民们常常经历的闲在一起的观念。
因此，小孩子关于酒的认识是: 酒不是纯粹的个人

性物品，饮酒不单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存于与他者

的互动之中。虽然没有成人那种完整人格体系中
的情感需求，但是这种模仿或者是村落社会生活预

先社会化的饮酒行为，不自觉之中使孩子意识多个

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成人们的情感性体验在孩子认

识中先逐渐演变为印象中的惯例行为，即闲在一起

的饮酒行为是小孩子们最先体验的。
2．断裂关系的整合
在相对自由性的场景中，人们自由结合于相对

随意的饮酒活动，此刻的饮酒活动是人们依据个人

的偏好而选择的结果，即各个具有个体性的自由结

合形成了不同的聚合，由此也创造了一种选择性的

情景。［11］而这样情境中的个人情感性交流的凝聚
力最强，根据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社会结构秩序
的维持主要源于人们思想与情感的心理假说，社会

群体的存在要靠其凝聚力来维持，而凝聚力则直接

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将群体成员彼此粘合在

一起的集体情感体系。［8］213在情感性更强烈的饮酒
场合中，个人情感的作用在酒的引导下而持续了整

体的秩序。但是，个体性的选择的决定作用是社会
整体性维系的唯一关键点是值得质疑的，尤其是在

一种情感性关系结束后，关系的再续维持需要的是

超越情感的因素的主导。
笔者调查的村落是一个离婚率较高的地方，出

生于本村的村民中有 10 个人现在已经离异，并且
离异后的夫妇仍继续生活在村内的现象较普遍，但

是夫家与妻家的联系并未因此而断裂。在调查中
有这样一个案例: “村中的中三益是傈僳族人，以
前不善饮酒，八年前与第二任妻子结婚后才开始嗜

酒。第二任妻子是缅甸茶山人，三十年前嫁来本村
中，而第二任妻子的丈夫便是本村的一位茶山人，

第二任妻子与丈夫离婚后便居住在中三益家的后

面。嫁给了中三益后，妻子与她第一任丈夫家的关
系并没有因为情感关系的破裂而断绝。他与二老
婆结婚后，他家便经常与二老婆的前夫的亲戚们一

起做活，而且大家做完活大都会聚在一起喝酒，每

家都会去，中三益家自然经常招待这些亲戚，亲戚

们抱着酒大多喝个痛快才离开，一个晚上至少要消

耗七八瓶辣酒，而且喝高兴了大家便一起唱歌，有

醉意了便躺在一旁休息。中三益由于居住在寨子
的山坡上，以前与住在坡下的妻子的这些亲戚私下

聚在一起的机会不多，自从娶了第二任妻子后，他

与亲戚们也逐渐熟悉，并且酒量也大增，成为茶山

人大家庭的一份子。”①因为饮酒的缘故，村落中原
本并不常相聚在一起的人有了彼此的密切交流，从

而架起了一段关系网络。但是，我们应注意到，这
一关系建立前，关系网中的关键人物已经处于断裂

的两端，前一段破裂前的关系中包含大量的情感因

素。当然，当其破裂之后，维系其继续存在的因子
中，我们不排除个人偏好性的感情作用。但是，延
续两个家庭的和谐秩序，单靠个人性的动机，恐怕

难以维系两个群体的关系，甚至整体的社会系统秩

序，如尼德姆所言，仅仅是偏好性的选择，不可能有

明晰的连续性，由而影响到社会系统［12］。已经断
裂的家庭亲属关系，因为饮酒的调和再次联系起

来，借助饮酒活动的聚集，以前的姻亲关系转化为

另一种类的亲属关系，两个家庭群体的关系得以建

立。所以，酒作为当地人需要共享性的物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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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共享性，人们之间以前的亲属情感得以存续，

而人们如此的维系彼此的情感本质上则是涂尔干

所讲的人们对群体的一种集体意识［7］42。一个相
对确定的情景，而这种集体意识间接支配了人们饮

酒活动，并使之成为一种惯例性选择，即整体性的

意识促成了村民们的自由选择的畅饮活动。
魏晋时期，出现“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

酒”的社会现象，并且曾经一度引起普通大众的模
仿［13］。文人们饮酒也是在相对自由放荡的场景，
甚至可以衣不穿、帽不戴，冲破礼教的束缚，如陶渊
明那样采菊东南下的潇洒饮酒。从表面上看是文
人的偏好，即个体性的体现，因为这种行为打破的

是整体的封建统治的礼教秩序［14］。但是，在这些
人冲破礼教的外表下，实则是他们太相信礼教的表

现，是他们关于国家整体性的思考，因为在相对动

乱的时期，个人利益相互交织，在各方利益冲突的

情景中，他们饮酒放荡实则是对集体性的另一展

现。在偏远的小村落，村民没有古代文雅之士的高
瞻远瞩的洞见，不像文雅之士那样，做出某种行为

有深刻的内涵。但是，同样作为一个社会的个体，
并且同样享受着自由饮酒的随意，一碗酒、聚在一
起、随性而饮仍是人们对社会整体追求的体现。所
以，群体关系的维系，不单是表面上个人性的情感

表达，而且是一直存于社会人意识中的整体性的表

达，只不过村民的饮酒行为是较直接的转化为整体

性的体现。并且，在整体性的意识下，人们会再次
感受到快乐、温情等等，由而情感体系得到再次整
合，继而社会整体产生新的融洽状态。

3．外人的梦与村内的酒
村落居民世代依附于土地，即使在偏远的少数

民族边境村落，以农为生的世代定居的生活常态仍

未改变。而“自成一体的乡村闭合性的养成大多
是与共同这两个字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聚在

一起的共同空间是一个少有差异的共同体或者社

区”［14］。一旦成为某种共同体，意味着在一定地域
范围的人们整合在一起而形成共同的社会认识及

社会情感体系，进而存续于整体的社会结构秩序之

中而成为一种个体与整体相融合的状态。生活于
此的人们对自身及整体社会产生集体性的意识，最

终又集合成基于共同认识、情感及价值的一种社会
认同。“根据帕森斯的行动理论，一个社会行动的
普遍理论而试图把社会、文化、人格以及个人有机
体带入到有意义的关系中的时候，认同机制就成了

一个关键。”［15］在村落中，无论是规定性饮酒还是

自由畅饮都隐含着人们的惯例性行为，正是这种惯

例性选择下的行为的不断延续，一个地方社会自然

随之成为一个少变化的连续体，并且连续体中随之

产生强烈的社会认同。基于当地人对酒的共同认
识及酒在村民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作用，那么饮酒就

可以被看作是村落社会认同的内容之一。
笔者曾经走访了片马镇的景颇寨子和傈僳寨

子，两寨子合为一个行政村，村主任是从六库迁移

过来的汉族人，50 岁，他在 32 岁的时候迁来片马，
他将自己为何来此建构了一个传奇性的故事。他
讲到，“在 31 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中的茅草
屋里走出来一个老头，对他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

区，有 700 年的历史了，并将这个地方送给了他，请
他来后把这个地方管理好。于是，村主任梦醒后开
始四处打听梦中的地方，直到他 32 岁那年，从家乡
的一位来过片马的老师那里找到现在的寨子。由
于当时这个寨人员稀少，他便顺利在这里办理了落

户手续，带领全家搬过来。为了与当地人能沟通，
他来后抓紧学会了傈僳语和茶山语。为了能和村
民熟悉，便邀请村民来家里吃饭，但是他几次发现，

每次村民来自家吃饭都兴致不高。最后他才知晓，
村民们来他家吃饭时只给准备饭菜，从不备酒，便

高兴不起来。由于村主任是医生出身，从不喝酒抽
烟，但了解过情况后，他开始学习酿酒，并且请当地

一位茶山人教师和另一位村民来品酒，时间久了他

的酿酒技术逐渐闻名于村落间，并且偶尔有村民来

他家要酒，村民来家里，他也会与大家先畅饮几杯。
后来经村民选举，他当上了村委书记兼村长。”①高
川成功地将自己虚幻的梦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过程

中，酒成为他进入的有效手段。作为一个相对闭合
的村落，必然存在一套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习俗与规

范，外来者进入这个闭合圈引入与渲染传奇性的梦

境故事，并不能取得群体的一致认可。但是，酒作
为当地社会的互动交流的工具，在村内具有普遍的

认同性，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工具。外来者
通过酿酒与共享酒，满足了个人情感的需求，在村

落之中找到了情感的存在归属，在无形之中也使他

与大家团结在一起。所以说，饮酒不单是个人情感
的偏好性选择，更是人们长期生活阅历中的内化而

成的社会惯习。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生活在社
会中的每一个人具有两面性，他既是一个个体又是

一个人，其中个人是社会关系的合成［2］21。由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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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要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整体之中，就必须融入这

个关系中，或者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寻找到自己的社

会位置。因此，在饮酒具有塑造社会秩序的社区生
活中，人们对外人的看法在不自觉之中受到饮酒的

惯例性约束而成为外人进入的切入口。同样，人们
的饮酒行为是对群体性的追求，而以酒为选择的惯

例性行为也成为建构的村落社会认同的内容之一，

从而增强村落社会生活的聚合力。
总而言之，无论何种形式的自由性畅饮，从形

式上看，它展现了饮酒的随意性。例如，即使在深
夜、在门口，只要大家凑在一起便可畅饮。从过程
上看，它呈现的是多人一起闲的场景，在这个群体

的场景中，人们通过自由的畅饮交流了彼此的情

感，找到了个人的情感依赖，在人们寄托个人情感

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并且演变为一种

生活中的常态。由于世界是独立于我们既成事实，
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都会有一系列具体的预设和

习惯模式，由而必须学会掌握习俗，也就是文化的

习得或事物的“习以为常”［16］。饮酒作为一种地方
文化的既成事实，在不断的延续与发展的过程中，

造就了一种进入与延续性存在的社会认同方式。
彼此的情感依赖与社会的整个体系均在这种习以

为常的饮酒中得以强化。所以，从根本上将，规定
性的饮酒与相对自由的畅饮的背后均隐藏的是对

个体对于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维系。

三、嗜酒、死亡与信教行为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关于一种饮酒行为并不总

是呈现出对于某个社会的特殊功能，饮酒对个体及

社会的消极方面也总是夹杂在其中，尤其是嗜酒成

瘾在中国已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历史上，夏桀与商
纣均因嗜酒而亡国。随后有周公颁布《酒诰》于天
下，人们不得聚众饮酒。在当下，据我国首份民众
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2007 年度中国 25 省民众
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统计，中国有超过 5 亿人
饮酒，高达 65. 39% 的受访者健康饮酒状况不合
格; 25. 58% 为基本过关，8. 52% 较为良好，仅有
0. 51%的饮酒者具备正确的饮酒观念①( 健康饮酒
中国行动组委会，2008 ) 。因而，这样的饮酒危害
性也随之日益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并且人们的行

为随之而改变。
1．饮酒与死亡
现代性不断渗透在世界各地，即使在这个边地

村落，在外力的推动下，也难以保持自己原有的传

统一成不变。片马地区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兴
修公路，各个村落与外界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受

着外界现代发展的影响。基于当地丰富林木、矿产
资源等的吸引，外来的经商者最先利用便利的公路

设施谋求经商之路，带来经济效益的观念，商业、利
益、金钱等观念在这一时期似乎更加盛行起来。对
于当地人来讲，兴修公路、外来商人开采当地资源
与建设工厂的同时，也导致了部分田地遭到破坏，

村户的粮食产量相应的在这种破坏中下降，即村民

制酒的原材料相应减少。而公路的畅通又为村民
带来了日常生活的便利，物品变得更加容易获取，

近则在村内小卖部即可买到日常所需物品，远则在

镇里的超市便可购买种类相对较多的各种商品。
最重要的是，村民不用费力、费时酿制各种酒，直接
用现钱便可以买到各种各样、各种价位的酒。修路
后的变化为自家酿酒带来不便，但以便利的方式满

足着人们的这一需求，总体而言，这种变化没有影

响到村落所供给的酒的数量，反而增加了人们关于

的酒的消费。
在齐美尔的货币哲学中，我们可以知道，个人

人格与社区及物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后者支撑着

前者的性质，货币经济则松解了这种个人人格与物

品及社区的联结，扩大了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同

时也扩大了物的使用价值［17］。也就是说，在商品
经济带来的货币获取商品的途径中，饮酒中转变的

不止是表面的种类，而是相对以前十分注重集体性

的个人自主性的扩大，而酒的消耗也在同步的扩

大。而对于个体来讲，消耗的增多，越来越表现为
一种关于酒的依赖，医学伦理学将酒精系精神活性

物质，可以影响人类情绪、思维、行为及意识状态。
长期嗜酒者可出现酒依赖综合征，即导致了耐受

性、戒断症状和冲动性觅酒行为［18］。而长期的依
赖性有必然会影响到村民的身体健康，并且依赖性

饮酒的危害性已经明显地发生在部分村民的身上。
在下片马村落中，居住着 55 户家庭，总人口不到
200 人。十年前，村民的人均寿命为 70 岁左右，但
是，现在村内 60 岁以上的老人只有 8 人，其中两名
男性。近六七年间，不到 50 岁便死亡的人越来越
多，而且大多与嗜酒有关系。如村民们讲到: “村
落中，十年内大约有八个人死于饮酒，有男有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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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健康饮酒中国行活动组委会，2008，《2007 年度中国 25 省
民众健康饮酒状况调查报告》，北京



且村民们现在普遍认为，年纪较轻就死亡的人有

70%是喝酒喝死的”①。
据笔者的实际案例调查，从 2004 年到 2012 年

村民们每年都会经历或者听说有一例这样的死亡。
从生理学上讲，这些人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酒瘾，

出现饮食结构的改变，食欲不振，影响到了身体所

需物质的摄取，故出现慢性酒中毒、酒依赖等［19］。
随着饮酒死亡事件的增多，村民也逐渐意识到酒对

自身健康的威胁，死亡案例的增多不仅在一定程度

上加剧了村民的恐慌，更重要的是质疑了村民们关

于饮酒的传统观念。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酒是集
体农业劳动成果的产物，在村内的饮用中具有共享

性。但是，商品经济下的成品酒，一方面方便了村
民对酒的获得; 另一方面，成品酒改变了传统酒的

性质，它抽离出村民能感受到的从材料准备到酿制

的过程，削弱了因共同劳作而使酒带有共享性的特

质。酒成为一种通过经济交易而获得的物品，从而
具有商品的特性及经济的色彩，也即一种个体性的

经济呈现［20］。因而，传统酒的共享性难免会受个
体的经济利益所限，具体表现为完全依赖于个人的

需求而增多的酒的消耗，酗酒的现象恐怕不再仅仅

发生在特殊的个别人身上，最终产生对村民自身生

存的威胁。
2．带有健康意识的饮酒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完全改变了日常社会生

活的实质，影响到了人们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方

面［21］。在村落受现代性影响的情景中，传统酒的
性质发生了改变，酒的个人性需求增强，集体共享

性受到威胁。而面对一种后传统秩序的入侵，“我
将如何的问题”，必须在有关日常生活的琐事中，
如吃穿住行的决策中得到回答［21］15。村民们在意
识到饮酒会带来的死亡后，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

关于自己的生活的反思，首先反映在意识层面。
在笔者的调查中，村民少将与腊印是善于饮酒

的村民，他们近几年开始担心自己会像那些死去的

人一样，某天突然离世，少将讲到:“我也害怕将来
会像王利和那样死掉。酒喝多了，到年纪大一点时
可能就会手抖。所以，我一直坚持没伴时不喝酒，
有伴才喝酒，这样的话就不容易上瘾。现在，我白
天喝酒时，吃饭可能少些，但晚上喝酒时，总会吃的

多些，而且只要喝酒了，我睡前一定会吃一碗饭或

者自己煮一碗面吃。但是，估计这辈子我不会戒
酒，大家聚在一起共同喝酒唱歌，才有生活乐

趣。”②腊印讲到:“家里酿的白酒不会醉人，而且不

伤身体，我喝多少都不成问题。但那些买来的辣酒
不能多喝，我一般喝三瓶就会醉的。我一般在家都
会喝母亲酿的白酒，但家里酿制的酒一般不够喝，

所以经常也会买些辣酒。不过，如果每天都喝三四
瓶辣酒的话，我害怕自己活不过 40 岁，所以现在一
般有人叫我过去，我才去喝酒。”③在他们的意识
中，大量的饮酒容易伤害身体，并且担心酒酒精中

毒，从而对自己的饮酒行为产生不同的自我约束。
乌尔里希·贝克曾提到，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

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

会，因为所有有主体意识的生命都能够意识到死亡

的危险［22］。即便是在人数不超过两百人的村落
中，人们仍旧有一种危机意识。并且，随着现代社
会中信仰体系的世俗化，具有能动性的个体逐渐改

变了他们看待自己人身安全的方式，而导致了一种

他所说的“风险杜绝模型”，即个体将基于对生存
的预计与环境中风险联系在一起，由而有了一种关

于健康自身安危的认识［23］。而与健康有着密切联
系的关乎个人命运的抉择，在这种情境中便日益明

显地施压在个体之上［23］47。由而产生的这种意识
便具有矛盾性，村民既有对死亡的恐惧，又有对酒

的难以割舍之情。在这种矛盾状态中，应对性的转
变则有助于减轻关于健康的压力。
饮酒已经为人们带来担忧，甚至可以描述为与

现代生活相关的焦虑，属于村民个人性的行为，而

且与自我的情感相关。如果单纯从饮酒生活中来
看，村落的饮酒是村民的一种情感依赖，而焦虑是

一种心理状态，它必然与酒中的情感有某种关联，

并且这种关联是一种负相关，即焦虑的出现会威胁

到已有的饮酒中的情感依赖。由于焦虑又与个体
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有关［21］48，所以在以往个体

惯例上发展出的本体安全体系会受到这种焦虑的

威胁，即表现出对饮酒的自我约束。关于酒的焦虑
在无形中又会威胁到已建立的因酒而产生的社会

认同，质疑了以往的文化常态，为了消减内心的焦

虑与维持所熟悉的世界，保持生活的连续性与整体

性，严格践行大家一起饮酒则成为一种善饮者面对

危机的应对策略，既杜绝了个体饮酒的肆无忌惮，

又延续了以往的常态行为而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

生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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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27 日的田野日记。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24 日的田野日记。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20 日的田野日记。



3．信教行为
片马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有关于鬼神的传统信

仰。他们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着鬼，凡是人们日常
生活中不能解释的一切现象都归之于鬼。由于当
时的生产力低下，生活贫困，祭祀鬼神要消耗家里

的牛、肉、酒等，十分浪费，而且得了疾病，有时鬼神
并没有起到到作用，许多人被剥夺了生命。而传教
士宣扬“永生”的观念，信教也能够使人们摆脱贫
困、落后和死亡的威胁，而且基督教在当地基本的
教规便是不能饮酒，进而信教者的粮食不再耗费在

酿酒上，粮食比较充裕，生活比较好过。但是，一旦
信教不能免除人们的危险，人们便会恢复到以前鬼

神信仰。因此，当地人对于基督教总是处于一种摆
动的状态。当鬼神不能给予他们生存的保障时，人
们通过信教寻求永存; 当信教不再满足人们的安全

需要时，人们又会恢复到以往生活习惯。
人们面临着酒而带来的对身体的危害，一部分

人在转变了以往的饮酒意识，但是饮酒的行为仍在

延续。在村内还有一部分人，采取了另一种的应对
危机的行为，彻底的改变了以往的饮酒行为，即将

酒戒掉。而在笔者的调查中，基督教在村民的戒酒
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在戒酒的动机中，基督教的

教义恰好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本文的初始，笔者便
介绍村民玉龙的饮酒经历，玉龙是村里唯一信奉基

督教的茶山女子，她是村里通过信教而戒酒的唯一

女性，其余 5 位均为男性。玉龙说从 2010 年 8 月
开始，她喝酒比较猛烈，几乎是早上一瓶，中午一

瓶，晚上两瓶，干活累时喝，不干活也喝，醉了就倒

在床上，既不手抖，也不吐，只是晕晕的。到 2010
年腊月的一天，她酒醉昏迷了三天，后来家人发现

及时，挽回了她的生命。身体稍微好转后，前夫劝
她说:“你身体这样子，肯定是哪都有鬼缠着你。
老天比鬼大，鬼怕老天，鬼是偷人性命的小偷，你信

教后就成了老天的孩子，老天会帮你收拾鬼，保护

你的。不然鬼咬住你的命后，你就会死掉。有老天
在，鬼就不敢咬你了。”从 2010 年 4 月开始，玉龙不
再喝酒，开始去教堂。现在已经不再饮酒，并且身
体已经完全恢复。① 当酒对人们的身体造成危害
及人们认识到这种危机时，信教成为当地人意识中

缓解酒对个体危害的有效途径，信教成为了一种规

避风险的机制。
村落中的基督教将饮酒归为坏事，只有不做坏

事，多做好事，才会得到平安。对于焦虑未来的村
民来讲，要想获得身体的安全及消除心理的焦虑，

不做坏事便是第一步。所以说，这样的教义内容正
好契合处于焦虑状态的村民的需要，帮助他们维护

身体的安全。信教成为当地人满足个体利益需要
的工具，村民的信教行为从而具有工具合理性的色

彩，即以期望的后果为条件来实现自己目的的行

动，注重行动的条件和手段对于目的的可能性［24］。
但是，韦伯也指出，他所划分的两种不同类型的社

会行动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以纯
粹的形式出现，任何一个现实的行动都含有这种两

因素［25］。从村民信教的直接原因看，信教体现了
一种工具性，但在这种工具性具背后，社会的价值

因素是否会消失呢? 前面已经介绍到，村民饮酒的

内涵是关于整体的情感依赖，是对社会整体秩序的

追求，饮酒不仅规定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还建

构着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对整体社会便带有一

种控制力。现在，以前善饮的村民的不再饮酒，相
应地人们之间因饮酒而建立的情感联系会削弱，而

且酒所带有的控制力在信教者身上消失。但信教
的村民也并非一个单个个体，理性的组织化宗教通

过村民自古便有的生存意识，而产生凝聚群体的力

量，并且同样对村民有控制力，村民在整体中体验

的存在感便在这种有组织的活动得到延续。
普通村落居民的信教似乎有些“竹林名士饮

酒”的气节，看似与主流的社会整体格格不入，实
际上是对整体秩序的另一种追求。这种应对性的
转变表明，人们并未因此失去以往的注重整体性的

某种社会秩序，似乎人们通过一些新途径把看起来

被碎片化的生活插曲又相互缀连成完整的连续的

交响曲。［26］对地方性的文化来说，新途径的引入可
以是文化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信教的转变是个
人自我意识中自身存在价值尺度的转变，即自身对

外部世界存在的一种感知的转变。简而言之，人们
在面对饮酒带来的身体危险时，无论继续饮酒，还

是信教，都是人们关于自身存在与获得安全的追

求。继续饮酒延续是人们以往的生活惯习，是人们
保持生活的延续性与整体性的抵抗，由而实现自身

在社会中的存在感。基督教是人们最容易获取的
寻求自我保护的工具，是人们用来达到生理和心理

安全的工具，它发挥了以往鬼神所给予人们的保护

功能，并且人们又重新建构了另一种形式的整体性

秩序，部分性的取代了饮酒的社会性价值，且与饮

酒的行为并行于社会系统之中以保持社会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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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自衡山在云南省怒江州 2012 年 8 月 14 日的田野日记。



和谐运转。

四、小结

在下片马村，饮酒成为社会活动的一部分。马
思中通过对佤族社会的饮酒调查指出:“饮酒是具
有深刻的社会性的，至少包括两种人: 一方是主人

一方是客人……饮用米酒通常是佤族社会关系的
体现，覆盖了较有限的家庭共同体和唯一的其他类

似吸烟和吃蒌叶的社会行为，但这些社会行为在某

些主要方面不同于饮用米酒……娄叶团，如雪茄，
不是共享的，不像家庭生产的米酒———有营养又醉
人的家庭生产方法通过聚在一起畅饮产生社会，这

个过程可以追溯到理想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佤族
的酒既是‘构建一个像这样的世界’，也有些忧虑，
‘世界作为希望的那样’”［27］。对于普遍存于下片
马村社会生活中的饮酒行为来说，它与相距不远的

佤族社会的饮酒有些许相似，饮酒活动被人们赋予

了行为的意义，人们的情感、社会的意义均可以在
其中寻找踪迹。同时，饮酒生活也缔造着处于中国
边缘地带的人们的整体生活。
村民饮酒不单是一种个人性的行为，它与村落

的换工生产、节日习俗、休闲娱乐密切相关，是一种
村民们的惯例性选择与偏好性选择交织在一起的

产物。人们的生活在酒的建构下更加有序，社会结
构系统的整体性更加突出。同时，这样的整体性也
延续着村民的饮酒行为。正如流心关于食物的意
义描述那样: 超越了个人选择的主导，日积月累，为

了能够与他人交流与成为这个社区的成员，人们必

须学会准备食物的规则和传统。［28］村民们饮用酒
也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选择，人们日常的交往、外
人的进入均处于酒所塑造的范围内。在这种相互
的塑造中，人与酒产生了一种“共生性的关系”［29］。
酒在社会生活的重要位置与人们社会秩序及人们

的情感依赖是互惠的，酒与村民群体成为了统一的

共同体。尽管由于中缅边境划分的历史问题①，村
落由原来以茶山人为主要人口的自然村寨转变为

以茶山人、傈僳人、白族人为主的多个民族聚居的
行政村落，但人们生活中依然缺少不了酒的调剂。
在酒的陶醉中，本村内拥有着不同语言、文字、传统
习惯的各族人民结成了一个生活的整体，而这样的

生活群体的存在又满足了人们的个体情感的需要，

村民有了情感的依赖或者在这个生活群体中有了

所属。在马斯洛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中，他指出满

足一个人现在( 和将来) 各种的需要的感觉是安全

感的体现，人类最重要的需要就是安全。［30］不能不
说，对人们这种情感性依赖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

给村民带来了安全感。
在现代性的渗透下，酒成为个人容易获取的物

品，不少年轻人外出劳动，饮酒的内容多样化，人们

逐渐感受到酒的死亡风险，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和

行为发生转变。人们对酒的情感也变得复杂，酒也
产生由一种潜在的不安全状态而引发的焦虑

感。［31］并且在这种嗜酒的威胁下，整体的身体健康
已经逐渐制约着整个村落社会的延续与发展，如嗜

酒死亡者大多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子，这些人不

仅是家庭的支柱，而且是村内活动的重要力量，对

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较大。由而一种健康的意识
也随之逐渐融入整体的意识中，人们也尽最大努力

营造一个有安全感的社会。下片马村的大部分人
在保持一定警觉的同时仍旧沿袭喝酒的习俗，作为

一种惯例和习惯，饮酒自身也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现

象，闲在一起饮酒的力量被人们看做是抵抗个体无

度嗜酒的手段。小部分人选择信教行为表面上瓦
解了酒的社会价值，信教给予的是关于永存的期

待，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不同于饮酒的另一种整

体对于个体的约束，人们寻找了感觉上的安全。无
论哪种选择，整体性的追求都隐藏在两种行为之

中，整体性的追求便成为当地村民追求个人安全感

的关键因素，它既关涉到村民生物性的身体，也关

涉到内心的感觉，是个体之于社会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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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nking Behavior and the Extension of Social Integrity:
An Anthropological Case Study of a Chashan Ethnic Village in the

Border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ZHAO Xudong1，HENG Shan2

( 1． 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In China，drinking has a prof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and through the long － term accumulation of
social life，it has formed a unique brewing beer culture and drinking culture． I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s of China
there is a large popul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and each ethnic community has nurtured both generality and u-
niqueness of the drinking cultur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rinking behavior of local ( 下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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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insurance to the rural population: an impact evalu-
ation of china' s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Ｒ］．
Washington DC:World Bank，2007: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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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Ｒural Ｒesidence in China

CHEN Zaiyu

( Business School，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Nanjing 211198，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China，the inequality in health and healthcare fi-
nance has aroused ever-increasing concerns of Chinese academicians． Using the data of the China Health and Nu-
trition Survey( CHNS) since 1993，the inequality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sta-
tistical inference are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It is found that the vertical inequality( VI)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tends to be larger across income groups and has exacerbated since 1997，which strongly sug-
gests a regressive pattern of payments for health care． In addition，the horizontal inequality( HI)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of rural residence is to be smaller from the view of personal medical need，which depends on the personal
health status with risk-relatedness and indicates that the lower income groups bear a higher burden of health ex-
penditure than the higher income groups． As for the statistical inference，this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 Kakwani
index of progressivity( KPI) is significant with the measuring of the asymptotic distribution-free( ADF) at the 95
percent level． Therefore，we have a good reason to argue that the new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has not provid-
ed rural residence with enough medical security to resolve the inequality in the healthcare finance in China．
Key words: Healthcare Finance of Ｒural Ｒesidenc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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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Inference

( 上接第 11 页)
villagers，this article specifically chooses a village in this area，not to comment on the flavor or quality of each
kind of liquor，but just to taste the charm of liquor in the village life． In order to get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
standing of drinking activities in the village，this article divides drinking into prescriptive drinking and free drink-
ing，and from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s interprets the function of the liquor for individuals as well as for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the village society，and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discusses how the
function of liquor is transformed and how the overall system of social structure is extended．
Key words: Drinking; Prescriptive Selection; Emotion; Social Integrity;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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